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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别集序看宋人诗文观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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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别集序的功用在于揭示文集之内涵，创作之宗旨，时人或后人对该文集之评鉴。通过研究有宋一代别集序，

解读、归纳序作者关于诗文观念的阐释，可以理解宋人的诗文观念：强调“文以气为重”；重视内在修养及学识的积累；主

张“诗出于性情”；主张“自然天成”的诗文风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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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体作为文体对象被阐释，早见于汉末刘熙《释名》。卷２０《释典艺》：“叙，杼也。杼泄其实，宣见
之也。”［１］３１７刘熙以声训的方式训“叙”，“杼”借作“抒”，意舒也，申也，“杼泄其实，宣见之”的意思就是

将作品之实表达出来。刘熙关于序体的这一解释，常常为后世文体研究者直接引用。如刘知几《史通

·序例》：“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２］８７王应麟《辞学指南》：“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

也。”［３］３８４１－３８４２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序跋类。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４］７别集序是别集刊

行时所作序文，其功用在于揭示文集之内涵，作者创作之宗旨，时人或后人对该文集之评鉴。

别集序根据作序者不同，可分为他序文和自序文。笔者根据３６０册《全宋文》统计，宋代别集序约
７９０余篇，其中他序文约占９０％。他序文之作者，往往为当时名流，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为深邃的
学识，在序文中，喜欢论文道，谈作文，或总结、评论文集作者的诗文观念，或借机阐释自己的见解。自序

文则更接近文集主旨，序中关于诗文观念的讨论，往往是作者自身真切的领悟。通过研究有宋一代别集

序，解读、归纳序作者关于诗文观念的阐释，大略可以理解宋人的诗文观念。

１　文以气为主
早在先秦时期，“气”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存在于诸多典籍中。孟子将“气”的术语运用到精神领域

里，《孟子·公孙丑》说：“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５］５３这里说的“养气”，目的是提高人的道德内涵与性情修养。孟子的

“养气说”，很大程度影响了后世的文气论。刘勰《文心雕龙·养气》认为生理血气、心理志气乃至作品

文气之间是一脉相连的，而“气”可以后天培养训练，血气健旺、志气清明，自然文气顺畅。唐代韩愈《答

李翊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

之高下者皆宜。”［６］韩愈把气与言的关系比作水和浮物的关系，提出“气盛言宜”的观点。

至宋代，以“气”论文已成风气，论者多强调文章与人的气质、品格之间的关系。苏氏三父子的论述

颇有代表性，苏洵《上欧阳内韩第一书》、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文章均有

见论。苏辙云：“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７］１８６苏辙发挥了孟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９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ＧＤ１５ＸＺＷ０３）
作者简介：谢敏玉（１９７４－），女，广东佛山人，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７年第９卷

子的“养气”说，认为“文者气之所形”，而“气”是可以靠修养获得的，并举孟子、司马迁为例加以说明。

可见，苏辙所指的“气”，就是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修养综合而成的个性气质。

宋人序文中也多见关于文气的论述。《乖崖先生文集》乃张咏所撰，其弟曾裒辑其集。南宋嘉定时

有郭森卿增编本，咸淳时伊赓重刻之。龚梦龙《重刊乖崖先生文集序》云：

文以贯道，气其主也。公劲气可沮金石，发为文章，岂必月露以为形，风云以为状，如经生学士，组织

纤巧，而后为工？［８］１７

龚序认为“文以贯道，气其主也”，盛赞张咏倜傥有大志、磊不凡、政绩铿?，其人如此，则其劲气

可沮金石，发为文章，“词简而理到，律严而事备，汪洋弘深，脱去翰墨畦町”，非经生学士，组织纤巧

可比。

宋孝宗赵
$

《苏轼文集序》云：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９］５７９

宋孝宗高度评价苏轼其人其文，并把苏轼推尊为“一代文章之宗”。宋孝宗认为，“成一代之文章，

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不然，虽雕虫篆刻，童子之事

耳”。他把“气”“节”“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养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

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刚而无馁，故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

李纲《道乡邹公文集序》云：

文章以气为主，如山川之有烟云，草木之有英华，非渊源根柢所蓄深厚，岂易致耶？士之养气刚大，

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１０］２２

李纲认为，正是因为孟子、屈原具备“至大至刚”之气，“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所以他们的作

品，与那些雕章琢句的“小辨曲说”是不可“同年而语”的。他还进一步举例，韩愈的文章之所以号称第

一，“使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是因其“操履坚正，以养气为之本”。

周必大《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云：

文章以学为车，以气为驭。车不攻，积中固败矣；气不盛，吾何以行之哉？［１１］２０２

王元渤即王洋。王洋晚年寓居信州，有荷花水木之趣，因号王南池，亦自称王半僧或半僧寮。王洋

为人耿介尚直。周必大赞其“仕可屈身不可屈，食可缓道不可缓”，称其诗文“以六经为美材，以子史为

英华”，“挟之以刚大之气”。周序以车、驭比喻学、气在文章中所起的作用，以此说明，文无气，犹如车无

驭一样寸步难行，一无可取。

陆游《方德亨诗集序》云：

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

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１２］３４２－３４３

此乃陆游应朱熹之请为莆阳方德亨诗集作的序，序中，陆游认为“气”比“才”更重要，“气”属于德

行的范畴，气不足以御才，则“淫于富贵，移于贫贱”。“气”有待于养，养气至沛盛不挠，创作自然出类拔

萃，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强调“养气”对诗歌艺术的重要性。

魏了翁《攻愧楼宣献公文集序》云：

盖辞根于气，气命于志，志立于学，气之厚薄、志之小大、学之粹驳，则辞之险易正邪从之。如声音之

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积中而形外，断断乎不可掩也。［１３］７５

此为魏了翁为楼釷文集所作序。魏序称“即辞以知心”，从文章言辞之险易邪正，可以知道“气之厚

薄，志之小大，学之粹驳”，即所谓“积中而形外”。他认为，楼釷“肆笔脱口之余，公平坦易，明畅渊永”，

是跟楼釷所养之深厚之纯粹有关。

韩愈“立志养气”说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宋人把“气”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气”关乎作家的道德修养，是立言的根本。气刚气正气全，外发为文，自然能与日月争光。“气”在宋代

主要表现为“理气”，是情理与艺术的统一，恰好与唐代的“情气”相区别而互为呼应。这种区别恰恰反

映出唐宋文学精神的差异。宋人重视心性的涵养，唐诗的激情，在宋诗的理性面前被压制了。宋人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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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冷静的、理性的态度来作诗，表现出冲淡平和、自然从容的境界。

２　养于内而发于外
宋人十分重视内在修养及学识的积累，强调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谢如圭《高峰先生文集

序》云：

夫文以贯道为妙，道以正心为本。君子之学所养于心者醇正而无疵，则发而为文自然纯粹而不驳，

可以贯道而无遗矣。［９］９５６

谢如圭强调先有内在积养的深博醇正，才有发而为文的自然纯粹。

孔武仲《南斋集稿序》云：

文章于学者之事末矣。昔之贤人有达而在上者，其言甚简，而录于《尚书》，皋陶是也；有穷而在下

者，其言甚简，而录于《论语》，颜渊是也。彼其粹美积于中，辉光发于外，一言出，四海传之以为师法，遂

以不朽于无穷，岂区区自异于文墨耶？［１４］２６１

此序乃孔武仲自序。序中他认为文章对于学者来说是末事。能传诵四海不朽于无穷的文章，不是

区区文墨就可以做到，而是要先有内在的积养，所谓“纯粹美积于中，辉光发于外”。

晁补之《石远叔集序》云：

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而巧拙则存乎人，亦其所养有薄厚，故激扬沈抑，或侈或廉，纤不同，

各有态度，常随其人性情刚柔、静躁、辩讷，虽甚爱悦，其致不能以相传。［１５］１０８

晁补之提出先天的秉性不同，是形成其不同文学风格的最主要因素。后天的涵养修持，又足以弥补

其先天不足之处。“所养有薄厚”，“养”的重要性，是晁补之很重要的文艺观念，他在其他文艺题材中，

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文艺要精进，“养”是最重要的功夫，“养”的功夫，别无他法，全靠平日读书积累

而得。

谢克家《后山居士集序》云；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之错综而奥美者为文，文之锻炼而幼眇者为诗，儒者

以学成德，以德辅言，末之茂者本必深，委之广者源必远，盍即古之名世之士而观之哉。［１６］３１９

谢克家认为“儒者以学成德，以德辅言”，本深才能末茂，源远才能委广。楼癤《雪溪居士集序》有类

似的观点：“君之文精深典赡，而诗遒丽逸发，其他众制烂然皆有体，则非涵养蓄蕴之厚，不能发之如

此也。”［９］

李纲《古灵陈述古文集序》［１０］２５－２６乃李纲应陈绍夫之请为其父陈襄文集所作序。序中，李纲赞颂陈

襄是有德君子，“所为文章温厚深纯，根于义理”。李纲认为，道德仁义作为文章的根本出发点，所谓“有

德者必有言”，“文以德为主，德以文为辅”。道德高尚的君子，其文“如星辰丽天，而光彩下烛”的，道德

低下的小人，属文的目的是为了悦人之耳、朋奸饰伪，中害善良，那只会导致祸败。序中表面是说君子之

文与小人之文的区别，实际上是要求为文必先修德。“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而其余事发为文章，后世

读者想望而不可及，此岂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

李纲《道乡邹公文集序》［１０］２２亦持有类似的观点，序云：邹公直道危言，不容于朝，而气不为之稍挫，

遇赦得归，奉亲友弟，其品德如此，故文章“高明闳远，温厚深淳，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声，有

菽粟布帛之用”，强调了“有德者必有言”这一观点。

３　诗出于性情
关于“诗者情性”一说，古而有之。《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吟咏情性”的说法，正式把情性从“志”的范畴中分离出来。陆机

《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提出了“诗缘情”而没再提“止乎礼义”，明确地揭示了诗歌的情感特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处处紧扣“情”字，主张“情者文之经”，“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因情立体，即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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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为情而造文”，把“情”提升到本体地位。钟嵘《诗品序》云：“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

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钟嵘认为诗与经国文符等应用文

体不同，是以情动人，不非以理服人，诗应当“吟咏情性”。唐以后诗人和诗论家，更加肯定诗歌中情感

占据的重要地位，诸如白居易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皎然提出“诗缘情境发”等观念，高扬

了诗歌的情感特征。

诗学中的“情性说”源远流长，而宋人对此既有所继承，又有不同的阐发。《毛诗序》所指“情性”是

社会群体的，钟嵘所指“情性”是一般个体的，而宋人所理解的“情性”已基本上特指封建士大夫的精神

情趣，有着独特的内涵和自己的特色。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

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

愈工。［１７］５２

此序乃为梅尧臣诗集所作，通过对梅尧臣坎坷仕途的叙写，提出了诗歌“殆穷者而后工”这一著名

美学观点。序中认为，诗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才能写出好诗，诗篇正是性情郁积的

抒发。这个见解，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是一脉相承的。

欧阳修又有《薛简肃公文集序》，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

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１７］６６

宋祁《西州猥稿系题》云：“诗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所以怡性情，娱僚宾，故狭章不为贫，

积砋不为广，悼于往弗及于流。”［１８］３２６序云“诗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与薛田《钜鹿东观集序》

云“夫诗之作，不与文偕，大率情根于意，言发乎情，默而化之，流为章句”［１９］４１０，观点相类，都认为诗歌都

是性情的自然流露。

邵雍《伊川击壤集序》云：

子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

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

性，曾何累于性情哉！［２０］３３－３４

此篇乃邵雍自序。邵雍在序中明确倡导“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又云“故哀而

未尝伤，乐而未尝淫”，提出了如何衡量所吟咏之性情的标准问题。理学家以理节情，始终保持平和克

制的心态，这样，诗歌“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诗歌由抒写不平之愤、哀怨之情转变为吟咏得

道之乐，起到了涵养心性的作用。

黄裳《言意文集序》云：

道本于心，以性为体，以情为用。志者存乎心而行者也，意者思于心而作者也，言者发于心而应者

也。著述之士，虽累千百万言，反本而求之，则贯乎一而已。［２１］７７

此篇为黄裳自序。黄裳认为，有道之文源于心性，是意的表现。“意者思于心而作者也”，“有感而

后动，合养而为意”，强调有感而后作，不为艰苦轻扬之辞。黄裳《乐府诗集序》《章安诗集序》等自序中，

亦有相关论述。

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

也。”［２２］１８８黄庭坚认为诗是情性之物，而性情须超脱凡俗、温柔敦厚，“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独乐”，即

使怀才不遇也应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他反对在诗中发泄情绪，反对“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

坐”这样激烈的表达方式。他也不赞成诗人执著地干预朝政，认为“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

受矢”，都不是诗歌抒写性情的主旨。

宋人把人的情性看作诗歌的本质和创作动因，作诗应天理自感，非刻意为之，反对虚伪矫情，提倡自

然真诚的创作态度。强调诗歌的产生，是诗人内在素质的自然流露，而非简单的、外在的词语堆砌和文

字游戏。“无意于诗，自然浑成”，是宋人追求的诗意境界。然而宋人所指“情性”偏取温柔敦厚一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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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谏争与泄愤，宋人的诗学思想与人格追求是紧密联系的。

４“自然天成”说
所谓“自然天成”，是强调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一种顺应自然的关系，反对雕琢经营和务奇求深，

讲求诗文创作的自然天成。对此，宋人多有论述。如宋初田锡《贻宋小著书》云：

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

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

宜哉？［２３］２１８

田锡认为自然界自有其规律，为文亦如此。自然世界不拘常态，文章的写作亦不必拘于一格，而应

该出于天然，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

苏洵亦认为：风行于水上涣，天下之至文也。其《仲兄字文甫说》云：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

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

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

者，唯水与风而已。［２４］１６２

苏洵反对绮靡浮华、堆砌词藻的文风，认为“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论乎自然”。他以“自然”

为美，风行于水，自然成文，皆不待有意的经营，依于宇宙的自然之道，便能体现自然之美，就成了“天下

之至文”。苏洵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观念，对苏轼的影响是直接的。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说：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

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

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２５］１８９

所谓“充满勃郁”云者，指一种兴会淋漓不可遏制的状态，为文“不能不为之为工”“古之圣人有所不

能自已而作者”等，都说明了最高的艺术境界应当是合于自然的。苏轼《自评文》云：“吾文如万斛泉源，

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

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２５］２２１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云：“大略如行云流水，

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２６］３３６苏轼对人对己都把行云

流水般的自然风格视为诗文的最高艺术境界。

张耒《贺方回乐府序》云：

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

世之言雄暴羉者，莫如刘季、项籍。此两人者，岂有儿女之情哉？至其过故乡而感慨，别美人而涕泣，情

发于言，流为歌词，含思凄婉，闻者动心焉。此两人者，岂其费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２７］２９９

此序乃张耒为贺铸词集所作。张耒认为，文章“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

丽”，这与苏氏的自然天成说一脉相承。张耒反对雕琢文辞，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

汪藻《鲍吏部集序》云：

古之作者，无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则随之，如印印泥，如风行水上，纵横错综，灿然而成者，夫岂待绳

削而后合哉？六经之书，皆是物也。［２８］２２９

“无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则随之”，“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都是强调诗文创作之“自然天成”。汪

序可见苏氏父子“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说的影响。

宋人的“自然天成”说，倡导一种自然朴素之美，追求以自然为美的人格理想和以自然为美的艺术

情趣高度统一。严羽《沧浪诗话》中说：“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２９］６９６

在宋代文论家看来，精工远不及自然。他们反对雕饰，反对刻意的为文造情。诗文的创作，应该是“纯

粹美积于中，辉光发于外”，应该是“有所不能自已而作”，应该无意为诗，出于性情，自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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